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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80年代的传统文化研究中，情绪化地反传统、倡西化是主流，而90年代的“国学

热”中，此一主流悄然退位，代之而起的则是新文化保守主义。弘扬传统，复兴儒学，从理

论和实践的不同层面寻求解决传统与现代化关系问题的途径等等，成为近年学界的热门话

题。这并非简单的话语转换，而是表明中国当代学人文化气质的变移。导致世纪之交出现这

种现象的原因很多，而近代以来的中国思想文化史上本就存在着一个文化保守主义传统，且

这传统始终或强或弱、或深或浅、或明或暗地发生着影响，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重要的原

因。这使我们在感受当代新文化保守主义精神气息的同时，尚有必要对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

主义作番客观论析。  

一、文化保守主义的内在理路 

中国近现代的文化保守主义，既受西方文化保守主义的影响，是世界范围内文化保守主义思

潮组成部分之一，又有相对独立性，展露出自身的演进轨迹，存在着自身发展的“内在理

路”（inner logic）。 

据美国学者艾恺的研究，“文化保守主义”（又称“文化守成主义”Cultural Conserva-ti

ve），是伴随着西方近现代化运动的产生和发展而最早在西方世界出现的，其代表者主要有

德国的哈曼（1773——1878年）、谢林（1775——1854年）、赫德（1744——1803年）、斐

希特（1767——1814年）、希洛克（1876——1924年），英国的柏克（1729——1797年）、

科柏特（1763——1835年）、柯尔雪基（1772——1843年），法国的格斯特（1753——1827

年）、托克维尔（1803——1859年）等。他们的出身、经历及其所具有的学术知识、承受的

历史文化背景等均有所不同，对于很多问题的具体见解亦有歧异，但“都以各种传统形式

（或理想化）的社会当作社会完善的试验”，并都对个人的物质私利“有深刻的厌恶，唯恐

它会毁坏所有建基于道德原则的人群关系。他们对工业化的结果不是心存疑惧，而是彻底仇

恨，特别是现代都市生活及其病态与非人性化。他们强调社会重于个人，有机的群体关系高

于法律关系及法定权利……渴望共有的道德价值和对真理的共同认识与分享……高度评价人

类存在的非理性、非功利方面——艺术、宗教等等”。此外，他们面对着启蒙运动腐蚀性批

判的理性主义，“却常亟思建立一种认识论，为道德价值建立一个基础”。（1）这种文化

保守主义无疑是一种出现于现代化过程中，基于对“工业化的结果”的反思而生发出来的对

西方现代化运动的批判思潮。其基本特征则是力图以价值理性来批判以工业化为主导的现代

化进程中出现的工具理性的过分膨胀，并进而解决由之带来的人性疏离、道德沦丧、意义迷

失等一毓问题。所以，文化保守主义的进一步发展，便是当代西方的种种的现代化理论。 

中国近现代的文化保守主义受到了这种西方文化保守主义的影响或启迪。如被论者称为“生

平长于西学而服膺古训”（2）的辜鸿铭，就是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西方浪漫主义思潮影

响下走上文化保守之途的。这诚如1928年辜氏去世不久有人评曰：“其尊崇儒家，提倡中国

礼教之道德精神，亦缘一己之思想见解确立以后，返而求之中国学术文明，见此中有与卡莱



尔、罗斯金、爱默生之说相类似者，不禁爱不忍释，于是钻研之，启发之，孜孜焉。举此吾

国固有之宝藏，以炫示西人。”（3）而卡莱尔、罗斯金、爱默生则正是当时西方文化保守

主义的代表人物。又如，张君劢本信西学，是位相当标准的实证主义社会科学和社会达尔文

主义的信徒。但1919年以后，他转变成为坚守文化保守主义的现代新儒家。如此巨变的契机

乃是倭铿、柏格森（亦为西方文化保守主义的代表）对其思想的影响。张氏曾自述：“我初

窥哲学门径，从倭铿、柏格森入手。梁任公先生游欧，途经纳耶，与倭氏匆匆一晤，引起我

研究倭氏哲学之兴趣。同时每年一度去巴黎、兼读柏氏著书。”（4）倭铿、柏格森对高度

追求物质文明的西方现代化的批评及其理想化的道德价值和精神生活的赞誉，确是张君劢新

儒学思想体系的理论来源之一。 

但是，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并不单纯是对西方文化保守主义的移植，而有着自身形成发

展的源流。其源可上溯至同治年间洋务派明确提出的“中体西用”论。李鸿章从道器关系上

阐明西学的效能，说：“尝谓自有天地以来，所以弥纶于不敝者，道与器二者而已。……中

国所尚者道为重，而西方所精者器为多。……欲求御外之术，唯有力图自治，修明前圣制

度，勿使有名无实；而于外人所长，亦勿设藩篱以自隘，斯乃道器兼备，不难合四海为一

家。盖中国人民之众、特产之丰、才力聪明、礼义纲常之盛，甲于地球诸国，既为天地精灵

所聚，则诸国之络绎而来合者，亦理之然也。”（5）薛福成以“用夏变夷”论来主明效法

西人的必要性，谓：“今诚取西人器数之学，经卫吾尧、舜、禹、汤、文、武、周、孔子复

生，未始不有事乎此，而其道亦渐被乎八荒，是乃所谓用夏变夷者也。”（6）稍后，张之

洞更著《劝学篇》，明揭“中体西用”之帜。洋务派的这种文化观开启了中国近现代文化保

守主义思潮。（7）有着极其强烈的文化保守主义性格特征的史学大家陈寅恪即曾坦言：

“寅恪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

（8）近年明确宣示其文化保守主义立场，以异于“港台新儒家”的“新儒家”自居的李泽

厚，则称洋务派的“中体西用”论是“近代史留给我们的理论遗产”，主张为之“正名”，

劝导人们“在中体西用的命题下驻足沉思”，并在现实与未来的文化建设中用“中体西用”

“继往开来”。（9）这表明李氏由20世纪80年代“西体中用”论的倡导者而成为20世纪90

年代中国文化保守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其思想的转捩，除受到当代西方文化保守主义

影响外，当亦受中国近代洋务派文化观的开启。因此，从发生角度言之，中国近现代文化保

守主义有其自身的演进轨迹。 

从近代洋务派到现代新儒家，中国的文化保守主义者有许多共同之处。譬如，他们能以比较

开放的心智面对西学，但反对“全盘西化”，主张在学习和吸收外来文化的过程中必须坚持

本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洋务派自不待言；1935年1月，王新命、何炳松、黄文山、萨孟武等

十教授发表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也指出：中国文化建设过程中，“既要有自我认

识，也要有世界的眼光；既要有不闭关自守的度量，也要有不盲目模仿的决心。”（10）现

代新儒家既提倡吸纳西方文化之长以避免中国文化之短，又强调现代化进程中，应“以吾国

儒家哲学思想为本位，刷新条理，更采西方哲学中可以与儒家相通者，互为比较，互为衡

量，互为引证”。这对中西双方均有益，“或者就儒家之说，得西方学者之助，更加明朗清

晰；而就西方哲学言，因其移植吾国，更得所以发荣滋长”。（11）即使时时批评西方国家

并对中国传统推崇备至的辜鸿铭，也“希望东、西方的长处结合在一起，从而清除东、西界

限，冀以此作为今后最大的奋斗目标。”（12）这种比较相同或相似的思想观点的存在，反

映出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确有其自身发展的内在理路。 

由自身演进轨迹及其发展的内在理路来看，中国文化保守主义有着不同于西方文化保守主义



的重要特征，这就是特别强调本民族历史文化传统的价值意义。无需多论，这显然与中国文

化保守主义形成、发展于近代以来中西撞击，民族危机日重的特定社会——文化背景有

关。  

二、文化保守主义者的爱国情怀 

在近代以来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形成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化保守主义，内蕴着十分强烈

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这是值得我们以充满敬意的心态去体认和礼赞的。 

戊戌变法失败、特别是义和团运动以后，章太炎认识到不推翻清廷统治，“欲士之爱国，民

之敌忾，不可得也，浸微浸削，亦终为欧、美之奴隶而已矣”。（13）故其“提倡国粹”，

意在“用国粹激动种姓，增进爱国的热肠”。（14）他曾对之解述道：“为甚提倡国粹？不

是要人尊信孔教，只是要人爱惜我们汉种的历史。这个历史，就广义说，其中可以分为三

项：一是语言文字，二是典章制度，三是人物事迹。”“近来有一种欧化主义的人，总说中

国人比西洋人所差甚远，所以自甘暴弃，说中国必定灭亡、黄种必定剿绝。因为他不晓得中

国的长处。”（15）章氏此论受到汉族文化人士的普遍认同，一些革命党人受其影响而将国

粹主义和爱国主义看成同一件事情，如说：“凡国于地球上能历久而不敝者，非无故也……

国粹主义为之也。”（16）“欲求爱国，必自保存国粹始。”（17）辛亥革命以后，章太炎

思想有所变化，但他仍怀强烈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情怀“提倡国粹”，以求“古学复兴”

的基本思想宗旨，终其一生未有丝毫变易。 

民国初年，梁漱溟目睹时艰，悲悯地发出“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呐喊。他更有感于“今日

的中国，西学有人提倡，佛学有人提倡，只有谈到孔子羞涩不能出口。……孔子之真若非我

出头，可有那个出头？”（18）遂以复兴孔学为己任，号召国人走孔家路，寻孔颜乐处，重

开宋明儒讲学之风，并坚信世界最近的未来必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由此可见，梁氏在西化之

风昌盛之时，高扬儒学之旗，讲学著书，奔走呼号，目的并非仅仅是复活古老文明，而是要

以儒学精神昭苏国人的人生态度，开辟出现实的人生之路，进而求得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的

新生。他曾指出，唯有复兴中国文化，才能昭苏中国人的人生态度，才能把生机剥尽、死气

沉沉的中国人复活过来，从里面发出动作，才是真动。中国不复活则已，中国而复活，只能

于此得之，这是唯一无二的路。拳拳之心，充溢着的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激情。这位现代

新儒家的开创者，一生无论处于何种境地，遭遇多少磨难，这激情都未曾有许微冷却。 

三四十年代，国事日非，民生艰困。在内忧外患交迫的社会情势下，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热

情空前高涨，与之相应，一批持守着文化保守主义立场的学人积极致力于保存和弘扬民族历

史文化的工作。陈寅恪撰著《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揭示历史真象道：“西晋永嘉之乱，

中原魏晋以降之文化，转移保存于凉州一隅。至北魏取凉州，而河西文化遂输入于魏。其后

北魏孝文、宣武两代所制定之典章制度遂深受其影响。”“刘石纷乱之时，中原之地悉为战

区，独河西一隅自前凉张氏以后尚称治安，故其本土世家之学术既可以保存，外来避乱之儒

英就之传授。历时既久，其文化学术逐渐具有地域性质。此河陇边隅之地所以与北朝及隋唐

文化学术之全体有如是之密切关系也。”他所以特别关注河西一隅之学术文化以及输入 中

原之过程，用他自己的话来说，一是由于此为“前人所未深措意，而今日不可不详论者

也”，二则是欲“藉以唤起今世学者之注意”。这就是说，陈氏是要通过探明此前学者不甚

注意而其实十分重要的历史事实，使“今日学者”以至全体国人从中获得启示，树立起“承

前启后，继绝扶衰”的自觉意识。马一浮在四川乐山创办以“讲明经学，注重义理，欲使学

才通达，深造自得，养成刚大贞固之才”为宗旨的复性书院，力图为中国文化的未来培养几



颗“读书种子”。年过半百的熊十力以衰老之身讲学于巴蜀，向师友大讲民族精神、砥砺气

节。钱穆以振兴国史、复兴民族文化为己任，他对中国文化和中华民族的未来充满信心。他

说：“近者以敌国外患之深浸，而国内渐臻于统一。以一年半之艰苦抗战，而国人逐渐知自

力更生之为何事。盖今日者，数十年乃至数百年社会之积病，与夫数千年来民族文化之潜

力，乃同时展开我国人之眼前。……要之，我国民族之复兴，必将有待于吾国人对我先民国

史略有知，此则吾言可悬国门，百世以俟而不惑也。”（19）其所论所著对弘扬传统，发扬

民族精神，鼓舞国人抵御外寇的斗志，居功甚伟。冯友兰基于其“阐旧邦以辅新命”之职

志，连续出版其“贞元之际所著书”（即“贞元六书”：《新理学》、《新事论》、《新世

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建构起汇通中西而归本儒宗的“新理学”

思想体系。他自述其著书目的道：“值贞元之会，当绝续之交，通天人之际、达古今之变、

明内圣外王之道者，岂可不尽所欲言，以为我国致太平、我亿兆安心立命之用乎？虽不能

至，心向往之。非曰能之，愿学焉。”（20）诸如此类，难以尽举。而透过文化学术事业来

向世人昭示其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精神，这是当时文化保守主义者共具的特质，是他们在三

四十年代特定社会环境下为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做出的独特贡献。 

五十年代以来，移寓港台地区或海外其他国家的新儒家学者如钱穆、方东美、张君劢、徐复

观、唐君毅、牟宗三等，居危处困，“在四顾苍茫，一无凭借的心境情调之下”，抚今追

昔，“灵根自植”。（21）他们反思传统，检讨现实，消化西学，试图以创造性的理想与意

志来谋求中国文化，尤其作为其核心的儒家思想的现代发展。他们卓尔不群，坚忍不拔，经

过长期不懈的艰辛努力，取得多方面的学术成就，不仅使现代新儒学逐渐在世界范围内获得

反响，而且使西方文化人士不得不对之刮目相看，并进而重新认识、评估中国哲学和中国文

化的价值。（22）毫无疑问，40多年来，支撑着港台新儒家生命世界的，仍是近代以来中国

文化保守主义者代代相承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我们可以不认同他们的文化思想，亦

可以从学术层面对之展开检讨与批评，但我们对其具有的这种精神却不能不以充满敬意的心

态给以高度赞誉。  

三、与自由主义西化派的简略比较 

基于其强烈的民族主义立场，同时也基于其对中国历史文化传统固有价值的深切体认，面对

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承受着欧风美雨无情袭击的中国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者，依归传统，

复兴儒学，并以之作为中国社会、中国文化现在和未来发展的坚实基础。正是有见于此，美

国著名汉学家史华慈指出：“可以用‘传统主义’而不用‘保守主义者’来描述现代中国的

所有这些人，如章炳麟、熊十力、梁漱溟和其他宣称过去的理念和价值对他们仍具有效力的

人。”（23）当然，以传统为依归，并不意味着其根本反对现代化。文化保守主义者高扬的

是民族历史文化之旗，凸现的是传统对于现代以至未来的社会的意义，注重的是现代化的民

族性或现代化过程中如何保持民族文化的主体地位问题，追求的是由传统开出现代化。牟宗

三说：“儒学与现代化并不冲突，儒家亦不只是消极地去‘适应’、‘凑合’现代化，它更

要在此中积极地尽它的责任。”“从儒家内部的生命中即积极地要求这个东西，而且能促

进、实现这个东西，亦即从儒家的‘内在目的’就要发出这个东西，要求这个东西。所以儒

家之于现代化，不能看成个‘适应’的问题，而应看成‘实现’的问题。”（24）这表明中

国近现代，尤其是现（当）代文化保守主义所代表的乃是一种寻求不尽同于西方式的以工业

化为主导的现代化道路的价值取向。 

对以儒学为主体的中国文化传统的态度，以及对传统与现代化关系问题的看法，文化保守主



义者同自由主义西化派迥然有别。西化派依据其将传统与现代化区分为对立之两截的思维方

式，视传统为旧，西学为新，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认为中国只有破旧立新，即通过彻底

批判、全面否定固有文化，全身心地接纳西方文明（从物质到精神，从思想观念到社会生活

的方方面面），才能实现以民主、科学为主要内容的现代化。陈独秀说：“欧洲输入之文化

与吾华固有之文化，其性质极端相反”，故“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

之孔教为非；倘以旧有之孔教为非，则不得不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新、旧之间绝无调和两

存之余地。”（25）他所说的“欧化”，归就到一点，就是民主（德先生）和科学（赛先

生）。所以，他又说：“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礼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

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

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26）陈氏的这种思想，正反映了西化派决意告别传统，重造

中国文明，以求中国现代化的心态。 

自由主义西化派热情讴歌先进的西方近现代文化，充分揭示中国历史文化中的落后因素。他

们的思想和行为自有其价值。但西化派全力否定传统，倡导西化，亦因其所存在着的内在弊

端，因而无法真正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兹仅举三端，略析于下： 

其一，传统绝非博物馆中陈列的历史故物，同现实社会生活及生活于其中的人们了无关涉。

传统犹如时时刻刻流动于人体内的血液，渗透到现实社会生活之中。无论承认与否，它都必

然要对现实社会和现实人发生深刻影响。即使是力反传统的自由主义西化派，事实上也无法

摆脱这种影响。胡适曾严厉批判儒教传统，但同时又相当尊崇孔子、孟轲，“对十二世纪

‘新儒家’的开山宗师朱熹，也是十分崇敬的”。（27）因孔子曾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

像的权威”、二千余年“专制政治之灵魂”而愤然抨击之的李大钊，也承认：“以孔子为吾

国过去一伟人而敬之，吾人亦不让尊崇孔教之诸公。即孔子之说，今日有其真价值，吾人亦

绝不敢蔑视。”（28）尤为耐人寻味的是陈序经，他以明确倡导“全盘西化”而名震一时，

但其一生生活方式、待人接物等都始终是中国式的，实际仍存留着很浓郁的中国文化传统。

因此，仅凭着摧枯拉朽式的批判、否定、革命，并不能够真正与传统“告别”。 

其二，现代化并不等同于西方化，其模式应是多元而绝非单一的。即使是在西方，英国、法

国、德国、美国等国家的现代化也各有样式，都是根据各自的历史文化传统和现实的具体国

情来选择自己的现代化发展之路的。至于非西方国家或地区，在谋求其现代化过程中，固然

应以开放的心智向作为现代化先行者的西方学习，但不能照抄照搬别的国家或地区的模式。

“全盘西化”，显然是没有出路的。诚如S.N.艾森斯塔在谈到“现代化”与“西化”的关系

时所指出的那样：“尽管西方国家率先实现了现代化，但非西方国家中发展出来的现代性的

具体文化形式和组织形式，也能发展出具有一切现代性特征的社会来。”（29）因此，尽管

近代以来，西化成为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和社会生活中实际上的主潮，但其毕竟没有能够在神

州大地上真正建成现代化大厦。历经百余年沧桑的中国人民，最终选择的还是也只能是一条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道路。 

其三，传统虽未必一定会自发地开启出现代化，但其也并非一定就本质地与现代化相对立。

现代化过程中，历史悠久、根基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不仅可以提供多方面的资源，而且更能

成为现代化赖以存在发展的沃土。如依西化派求国新必弃国故的思维全面否定传统，则必然

会使现代化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此，问题的关键应该在于如何切实协调传统与现代

化的关系，使传统“成为获致当代中国目标的发酵剂，也即如何使传统发生正面的功能。”

（30） 



对于自由主义西化派文化思想的种种弊端，文化保守主义者均有所省察，故其在指出西化派

全面否定传统必会导致“民族生命无处安立，民族生命彻底丧失”的同时，又中肯地告诫国

人，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必须处理好两个问题：“第一，如何赶快学到欧美西方文化的富强力

量，好把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地位支撑住；第二，如何学到了欧美西方文化的富强力量，而又

不把自己传统文化的精神断绝或斩伐了。换言之，即是如何既吸收融合西方文化而又使中国

传统文化更光大与更充实。第二问题若不解决，则中国国家民族虽存在而中国传统文化仍将

失其存在了”，（31）这实际将使中国国家民族丧失精神命脉。显然，相对于自由主义西化

派的文化思想，文化保守主义者的这种认识无疑有救弊补偏的积极意义。即使以当今眼光视

之，也能从中获得许多启迪。20世纪90年代“国学热”中，近现代文化保守主义思潮所以会

引起学界关注，以至有所谓“新文化保守主义”的兴起，与此当有重要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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